
 

论“中国话语”的资本界限

王文臣 ， 徐  严
（上海政法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701）

摘   要：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物”的界限内阐释资本，把人自身也理解为资本，得出劳资平等的结

论，最终无法解释现实中存在的贫富差距。当代西方经济学在“要素”的界限内理解资本，把资本的流动

性推向全球最大化程度，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也未曾超越古典时代“物”的界限。马克思通过

阐述“资本历史使命的完成”
①
的观点，论述了资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必须注意的四个界限，主张“利用

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总结“中国话语”的资本界限，对于既利用资本加快发展，又要防止资本本性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不利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更可以使资本服务于“中国道路”的发展，总结出“中国

话语”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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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马克思分别用  “普照的光”和“卑污的犹太精神”来描述资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用，这

说明资本的作用具有有限性，否则就会产生因资本逐利的无休止状况对社会发展的破坏作用。

在当代中国发展中，把资本的逐利欲望限制在最低范围内，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

国话语”对资本界限的本质要求。

目前学术界对于“资本的界限”的研究，大体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资本全球化与经

济全球化的关系视角，鲁品越和王永章用“体外循环”②
的比喻，来说明资本的外部扩张与经济

全球化的一致性。同时指出资本无止境的扩张，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外壳的破裂。（2）从经

济学与经济哲学的关系视角，孙承叔论证了资本发展的若干界限，
③

继而指出弄清资本、国家、

人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当代经济哲学的主题。（3）从资本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关系角度，王庆丰

认为资本的界限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合法性边界。现代社会的发展，既要把资本作为动力，又不

坠入“欲望的狂欢”中，就必须恪守“资本的界限”④
。（4）从国外研究看，乔万尼•阿里吉指出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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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无剥削的积累”的状况，
①

否则经济发展也必将因“剥夺性积累”而陷入危机中。

对于资本的界限问题，学界研究以马克思经典思想为基础，在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上，呈现出多视角、宽领域态势。若将以下问题推向深入，更有助于把资本的剥削性控制在最

低限度，为资本确立明确的流动与盈利界限，助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如何在参与经济全

球化进程中确定资本流动的“界限”，并发挥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健康推动作用？（2）马克思论述

的资本发展的“四个界限”，
②

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而不是指在当代中国。资本在中国发展的界

限，与前者的根本不同是什么？（3）“中国话语”应当进一步澄清，是资本的界限服务于社会发

展，还是社会发展服从于资本界限？

本文拟以资本的“概念史”为主线，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含早期经济思想）、当代“西方话

语”、“中国话语”等几个方面展开对资本界限的分析，以马克思经典思想为基础，论述“中国话

语”的资本界限应有的基本内容。当代中国发展离不开资本的作用，但“中国话语”中的资本，不

是“西方话语”资本的翻版，也不是直接以马克思资本批判观点为模板，而是要在经济与社会发

展中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凝练成“中国话语”。以“中国话语”中的资本界限为论述主题，必

须要先阐明“西方话语”以及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观点，在澄清三者之间根本不同的基础上，

才能显示出“资本界限”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及特点。

二、  古典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资本概念及其界限

资本概念并非马克思初创，甚至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前就已普遍使用。1766年，法国人杜

尔哥在写给两个即将回国的中国学生的文章中，就谈到了资本的内涵，“无论是谁，只要他每年

能从他的土地收入，或从他的劳动或辛劳所挣得的工资，收到一些多于他必须花费的价值……

这种积累起来的价值就是所谓资本。”③
他还指出，上述价值的积累并没有因消费而减少，因此

可以被称为“可动的财富”，资本就是“可动的财富”的总称。可见，（1）从来源看，作为“可动的财

富”的资本是有限的，主要来自土地耕种、工业或商业等方面的价值积累。杜尔哥一再强调“土

地永远是一切财富的首要的唯一的来源”。把资本来源限定在农业方面，后来的生产力发展证

明，这一结论具有局限性。（2）从外在形式看，资本既可以是土地、牲畜，也可以是作为劳动者

的奴隶，取得了“物”的规定性，从而“物”的自然属性是资本的外在界限。（3）从用途来看，杜尔

哥借用虹吸瓶的比喻，总结指出，“各种不同的资本的方法，彼此之间互相限制，却保持着某种

平衡”，资本在各个行业的多寡，“是衡量一个国家农业、制造业和商业发展程度的尺度”。资本

的界限在此表现为，对前述三大产业发展的限制。（4）就增长方式来说，杜尔哥认为“资本也像

劳动和辛勤一样，对于一切经济事业都是必要的”，以及“一个民族的节约精神可以不断地增加

各种资本的总额”④
。资本的增长有赖于劳动者的辛勤劳作，如果社会能够划分为三个阶级−

生产阶级、可自由支配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资本家阶级则可划归到可自由支配的阶级，与

另外两大阶级具有一致性，他们都是财富所有者，都应当保持节俭与勤劳的习惯。资本增长的

界限取决于劳动者的主观努力，但个体劳动者的勤劳与节俭具有明显的有限性。早期经济思想

对资本的论述，深深地影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继而成为马克思批判

的对象。

李嘉图依循这一路向，对资本作出进一步界定。“资本是国家财富中用于生产的部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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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劳动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工具、原料、机器等”，
①

并且，资本数量的增减可以随着生产过

程中对食物、衣服、机器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工资的自然价格”总是由食物、衣服及其他必

需品的价格来决定。李嘉图的资本概念，局限于财富生产的界限内，把资本与“资财”或“生产资

料”等同起来，甚至可以直接说资本就是生产活动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对资本的这种阐述是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熊彼特对此评价指出，“李嘉图给资本下的定义……同西尼尔的定

义实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是人类生产出来的财富。”②
资本在“古典作家”们看来，就是以“物”

表现出来的必要生产条件，这些条件还应包括资本家的生活资料。

熊彼特还比较了马克思与“古典作家”在资本内容及其界限上的差异。他认为马克思的下

述观点并不具有进步性，即把生活资料排除在资本之外，将用于生产活动的部分称为“不变资

本”，用于工人生活消费的部分称为“可变资本”，二者的比例关系则用“资本有机构成”来表示。

马克思所指的可变资本大致相当于“古典作家”们的“工资资本”也应被包含在资本的内容中。

“马克思除了按照他的把经济学和社会学结合成一体的原则，将资本一词限于指资本家拥有的

东西（同样的东西，在使用它们的工人手中就不是资本）以外，并没有给这个定义增添什么新

东西。”③
熊彼特的这一结论有悖于社会现实。如果真的像熊比特说的这样，那么，在“古典作家”

们的合理解释中，为何无法回答“勤劳致富”的理论观点与“贫富分化”的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

呢？从总体来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及其界限可归为以下几点：

第一，资本表现形式的界限。无论是把资本理解为“必要生产条件”，还是“生产资料”或“生

活资料”乃至“生产资料加资本家与工人的生活资料”等，都把资本理解为物质资料，“古典作

家”们在此基础上论证指出，并非每一个个体都是劳动过程的参与者，且颇费周折地去说明为

何君主不参与物质生产却拥有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力图论证“劳资统一”的合法性。把资本理解

为物质财富，谁创造谁拥有的语境中，资本就与物质资料划等号了。这实际上就相当于给原本

早已存在的物质资料、生产条件起了一个新名称罢了。马克思后来对此评论指出，资本若被理

解为“物”，诸如牛马之类的牲畜也可以被叫做资本，但在部分人看来，牛是献给神的祭品，这

不就相当于说把资本献给神了吗？“人们给资本一词加进了许多就资本概念来说看来并不包含

的含义。在所有这些说法中，资本不过是物，同构成它的物质完全是一回事。”④
资本被作为“生

产条件”投入生产活动中，在这个界限内，人也是从事生产活动的条件，从而也可以被称为资

本，这显然是荒谬的。

第二，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界限。如前所述，在“资财”的界限内，劳动者和资本家作

为“资财”的共同创造者取得了相同的身份，即劳动者也是资本所有者，他们甚至可以互借对方

的“必要的生产条件”，继而在财富分配中“共分”所得。
⑤“古典作家”认为工人与资本家在经济

活动的诸环节中都处于平等地位，他们“理所当然地都成为了财富的所有者”，斯密由此得出

“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征候”⑥
等结论，甚

至还论述了资本积累与个体劳动者勤劳的一致性。但是，个体劳动者的体力是有界限的，在此

基础上的所谓资本积累更具有有限性。这种有限性所体现出来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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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从而社会阶级分化，是连“古典作家”都承认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

马克思的结论与之相反。他认为工人的工资与资本家的利润有着本质的区别。“共分”所得

不是相互出借“资本”的结果，更不会因“工资资本”而把工人叫做资本家。工资只不过是工人出

卖自身劳动力的价格，与其他生产资料、设备条件等一起被视为“生产条件”而受控于资本。这

种资本的生产性投入与积累，一方面生产出大量的过剩商品，另一方面也使“工人的工资下降

到极其可怜的最低界限”①
。劳资双方处于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平等状态具有虚假性。熊彼特曾不

满意马克思的这种分析，认为马克思不把工资算作工人的资本这一点是毫无意义的解释。但后

来劳动力被视为商品后，我们不仅看到了这种“商品”的价格，也看到了工人表面上获得了“自

主就业权”，实则与其他生产条件一并被“物化”了。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批判了“古典

作家”们劳资统一的观点。大卫•哈维就专门指出，“劳动力商品化，结果便是把社会劳动变成异

化的社会劳动……劳动者陷入这样的处境：除了借由工作不断创造条件让别人主宰自己外，他

们别无可为。这就是资本统治下的劳动者的自由。”②

第三，对“历史”理解的界限。无论是把劳动力看作是生产的必要条件，还是把资本看作是

劳动的结果，资本被限定在“物”的界限内，历史则是人的现实的生存与发展过程。自然界在当

时的人们看来具有永恒性，蕴含着人类所需的自然资源，作为“物”的资本也因此获得了永恒

性。“资本永恒”既是对资本本质的错误理解，也是资产阶级主观价值领域内的虚构。作为“物”
的资本，在被称为“资财”时，就与自然经济的生产目的取得了一致性。但是，劳动的目的不会

永远停留于使用价值的界限内−就像作为劳动者的人终有一天也会成为雇佣工人或商品一

样。当生产与交换的普遍化程度超越了使用价值的界限，生产与交换的目的也会随之发生根本

性变化，对资本的理解也必然发生相应的转变。中国的研究者们也很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对资

本的本质，李嘉图是全然不了解的。在他看来，资本只是积蓄的劳动……资本和生产资料是没

有什么区别的，原始人所使用的工具也是资本。资本，在他的头脑中只是一个自然的、永恒的

范畴……他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非历史的观点。”③

人的活动构成了自身历史，“古典作家”们注意到了这一点。但马克思认为，人的活动包括

两方面：一方面是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
④“古典作家”们只研究了第一个方面，却

忽视了第二个方面。即便他们也曾指出劳动者与资本家是平等协作关系。但事实却是，作为劳

动主体的人，在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过程中，并不是彼此孤立地进行，而是彼此具有一定

的“关联性”，直到资本把一切生产条件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时，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便表

现为雇佣关系。马克思所指的“人改造人”首先就是指向这种雇佣关系，在资产阶级社会则表现

为：一方面，个体劳动从为自己劳动转而为他人劳动，处于被雇佣地位；另一方面，对资本、世

界历史的把握突破了以往阐释的界限，资本在“人改造人”的前提下被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⑤
。

历史也不再是人改造自然的过程，而是被理解为以生产为手段的生存史，这反映了马克思新

“历史观”的本质。

三、  当代“西方话语”的资本界限

所谓当代“西方困境”，从根本上说，是西方理论引起的危机。谈论这种危机无法脱开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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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发展界限问题，因为无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还是在现代西方理论体系中，资本是支撑现

代生产普遍样式的基础。马克思在批判“古典作家”资本概念局限性时指出，“作为货币的资本”

必须从“作为货币的货币”中分离出来，才能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起点。这说明资本已突破古典

时代的界限，获得了新的规定性。如果资本仍停留在自然物的界限内，生产活动的目的与范

围、商品交换的数量与规模也会随之停留在自然经济或使用价值生产的界限内。反之，人类生

产便超越这个界限而进入“现代”视域。马克思也详细阐述了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本，对资

本主义生产的根本影响，如把生产的必要条件−生产资料乃至人，都变为自身的“购买对

象”，置于自身的控制之下，进而把劳动变为雇佣劳动，把使用价值生产变为价值生产，把人类

生存需要转变为资本无休止的逐利欲望等，这都是资本发展的结果。希法亭系统分析了资本的

“当代形态”−金融资本的本质内容，揭示了作为当代“西方话语”的核心问题，金融资本的普

遍发展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首先，希法亭对资本控制“活劳动”状况的描述，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他指出，金

融资本取得了对一切社会资源的支配权，还以跨国金融资本的名义达到了其所能发展的最大

界限，对生产资料和“活劳动”形成了“跨国支配权”，最终造成了“与没有资本的群众的直接对

立”①
。资本的跨国发展，尤其是以世界市场的名义将自身流动性最大化，对“活劳动”来说，并没

有因收入的增长而使劳资双方的贫富差距缩小，相反却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工人工资收入的增

长，显然无法与资本的垄断利润相比。马克思谈论的劳资双方的贫富差距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

得到解决。资本发展的界限扩大到世界市场范围内，反而把这一问题同步扩展开来。与马克思

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归于资本主义自身不同，希法亭论证了资本控制下的生产及社会

发展的界限。在他看来，前资本主义时期不会发生生产过剩，反而是生产不足。社会矛盾在这

一时期也不会因生产过剩而引起，而是来自因生产不足导致的阶级对立，以及自然灾害等原

因。但资本参与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满足生存，而是为了无限性地追逐利润，活劳动、生

产资料、消费能力、自然环境承载力等却具有有限性。

其次，资本自身的发展与演变，使经济危机转化为金融危机。希法亭曾指出，“股票一经创

造出来，便同它所代表的产业资本的实际循环无关了。”②
这里阐述的是虚拟资本的发展，导致

生产与消费的分离−虚拟资本的自我运动不再提供任何使用价值，在没有实体生产及其利

润作为支撑的前提下，仅凭信用不断强化“脱实就虚”的路向，已然超越了金融资本作为融资手

段的界限，经济危机转化为金融危机则是一种必然。还应看到，资本发展的界限与市场容量的

界限具有本质的一致性。市场初始表现为交换的场所或地点，在产品交换、商品流动被视为资

源配置的前提下，市场被理解为资源流动的场所或配置方式，由此获得了它的现代规定性。随

着市场的虚拟化逐渐普遍开来，金融资本也将世界各国的贸易与金融活动纳入自身逐利活动

中。例如，某个公司未来是否破产，甚至某个公民的预期寿命等都可以被制作成“理财产品”，

成为金融资本的利润增长点。

这也预示着，金融资本已达到自身发展的一定界限：（1）就个人而言，因财产抵押获得的授

信，相当于财产的“ATM化”，实则把自己置入次贷市场中，成为金融资本获利的载体。银行授

信门槛越低，个人承担的债务风险就越大，或许有限的收入仅能偿还银行利息，本金则成为金

融机构“套牢”贷款人的枷锁。这比马克思所论述的劳资对立状态下的工人所承受的剥削程度

大得多。（2）对金融机构而言，虽然把有产者、企业乃至一些国家和政府变为自己的利润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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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系列次贷的分割、再抵押后被卖到世界各地，购买者的资金，实际上是一种被放大了的

流动性，在失去偿还能力的前提下，购买者的破产与金融机构的破产就表现为同一个过程。

（3）就世界而言，美国将国债卖到世界各地，并在获得资金的同时，反过来却指责别国从美国

那里获得了太多的利息，形成了对美国的“逆差”，一些美国金融机构甚至以合法的破产程序为

由，对其债务履行有限责任。这不仅破坏了自身信用，也使他国蒙受了财政损失，最终加剧了

国际金融动荡，财富分配在国家间再次出现了分化。关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看看斯蒂格利

茨的分析，“金融衍生产品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用来管理风险……但另一方面……也

具有大规模杀伤性”①
。

这种“杀伤性”，既针对实体经济，也针对金融资本本身。金融资本日益独立化的运作，与实

体经济渐行渐远，它的发展已达到某种界限，乃至使自身陷入危机之中。金融资本的获利方

式，由原来的借助于实体生产，转变为依靠风险投资或投资银行体系。在这种情况下，金融资

本只关心盈利与否，对于提供使用价值来满足社会需要的实体生产，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马

克 思 所 研 究 的G−W−G′， 即 通 过 商 品 交 换 实 现 的 货 币 增 值 ， 现 在 可 以 直 接 通 过G−G′来

实现。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品，在直接跳过使用价值生产的基础上，不仅实现了虚拟资本的独

立运动，而且达到了价值增值的目的。尤其是在借助互联网技术前提下，金融资本大大扩张了

自己的利润增长空间，也扩大了自身发展的界限，金融全球化由此也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成为发达国家财富增长的主要手段。当代金融资本的虚拟化程度及运动过程，比马克

思时代更趋明显，金融资本偏离服务实体生产的界限。从本质上看，与其说是财富的生产，还

不如直接说属于财富的分配−当绝大多数人都从事炒股活动，又有谁来提供现实的生活消

费资料？所谓增长的财富，在“无增长的消费资料”前提下，对于生活与生存而言，则是无意义

的事情。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使用价值生产是物质财富的基础，而物质财富又是人类自身生存

的历史前提。抛弃了物质生产，则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一个拥有虚拟财富数量很多的人，

也得依赖物质生活资料生存下去−这就相当于在沙漠中旅行的人，与其携带大量的货币，

还不如直接携带食物和水，更有利于生存一样。

马克思也阐述了对虚拟资本及其发展界限的看法。在论述生息资本的产生与发展时，马克

思指出，“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

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②
。信用作为上层建筑，是属于资本家的，以信用为基础筹

集的资金，为资本家提供了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利，即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支配权。这里的资本是

以信用为基础集中起来的社会资金，资本家就可以拿这笔社会资金去冒险−做风险投资，

若取得成功，既可以收回投资，又能使自己获利；反之，则陷入资不抵债、信用失守的局面。可

见，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虚拟资本，是以人的偿还能力为界限的，即便是以股份制形式积累起

来的金融资本，也是如此。社会财富以信用的名义，被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投入社会化的生产

活动中，加速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为资本流动性提供了最大化的空间，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

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最终也埋下了隐患与危机。这种危机来临与否，与信用的使用乃至透支密

切相关−它包含着“用剥削他人劳动的方法来发财致富”的界限，正如马克思自己说的那

样，“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值，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

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会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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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用的界限内，资本的剥削程度，与雇佣劳动的承受界限大体维持在平衡状态。反之，资

本主义生产则处于现实危机中。信用支撑了虚拟资本的独立运动，高额利息是这种运动获得的

回报。但这种获利是剥削和控制他人的劳动成果而实现的。这种“剥夺”的界限，既与信用的界

限相连，也与虚拟资本的极限发展相连，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当高额利息无法收

回时，信用冒险家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将会陷入危机之中。这预示着，信用、资本的发展界

限的来临。金融资本发展所导致的一系列后果，连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坐视不管，即政府“救

市”与“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之间的矛盾。不仅如此，政府选择救助那些“大到不能倒”的金融

机构，却没有将相同的救助思想用在同样处于危机中的普通个体身上，最终结果必然会产生

“社会的裂痕”，“华尔街和普通大众之间的分裂，也即美国富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分歧”，“整个国

家一直都在入不敷出地生活”①
。尽管资本有着最具时代气息的外衣，但资本带来的普遍危机仍

未解决。实体资本的发展界限，体现在生产、生活、世界市场等方面。金融资本达到它的发展界

限时，上述各方面的危机状况也从未缺席。

斯蒂格利茨在解决金融危机的路径方面，除了批评政府对大银行的救助，属于“恶”的习惯

且无效外，依然围绕政府的作用，以及如何调整税收政策、重塑全球金融体系等方面展开。这

意味着：以往那些遏制金融资本把一切可能性都纳入自己的虚拟世界里的做法，乃至其基本精

神都被保留了下来，只不过要扎几个篱笆，以防它的超限发展伤及自身而已。但金融资本的逐

利欲望是由其内在性决定的，一系列金融衍生品的持续出现，就是金融资本冲向欲望界限的阶

梯，具有无法阻拦的趋势。在冲动与“救市”的互动中，“太多的银行家忘记了他们应该为民众负

责……美国人一直相信这些社会的中流砥柱是有道德良知的，但当贪婪在全国肆虐时，我们对

其却毫无约束，他们连社会上最脆弱的人都要剥削”②
。西方理论家的话语在这里透露出的是对

金融资本超界限发展的无奈与焦虑。

四、  “中国话语”的资本界限

马克思总结了资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发展，指出必须注意的四个界限：（1）必要劳动是

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

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
③

在这些界限之外，则处于“资本的历史使

命”的完成状态。大体可用以下几方面来说明：首先，资本的发展史，从根本上说就是对剩余价

值的追逐史。资本无休止的致富欲望促使剩余劳动成为“普遍需要”，雇佣工人在创造财富的同

时，也生产出自身的绝对贫困。可见，在资产阶级社会，资本“致富”的界限与剩余价值劳动的

普遍程度具有一致性。其次，剩余劳动的主体，即劳动者自身的自然属性是有限的，基于这种

自然属性的“自然需要”同样具有有限性。但剩余劳动显然不是一种“自然需要”，而是一种“历

史地形成的需要”。“历史需要”取代“自然需要”会产生两种影响：一是资本欲望的无限性与活

劳动的有限性之间的对立，二是资本成了“对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④
。最后，原本促进社

会发展的资本，却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限制，这无疑表明了资本发展的界限。逐利性是资本的本

性，当平均利润率下降为零，资本无利可图时，无论在农业、商业、工业等部门，还是在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资本便会还原为货币。失去价值增值特性，也就失去了前述那种“历史需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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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视为资本的“自我否定”，成为生产力获得新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所说的“利用资本本身消

灭资本”，就表现为资本的这种“自我否定”过程，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借助外力乃至暴力来“消

灭”的过程。

结合当前中国现实−资本的流动性及其显性存在，来谈论“中国话语”中的资本界限，大

体应从两方面来考察：（1）就未来看，共产主义既是一种理想信念，又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

按照前述分析，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实现了资本的“自我否定”，因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已处

于高度发达阶段，生产目的与手段已经与劳资对立、追逐利润等无关，资本已经还原为货币，

甚至货币也已经成为历史，不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

财富形式”①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历史使命的完成”状态。就此来说，资本在中国也必将

表现为“历史使命的完成”状态，达到自身发展的终极界限而成为历史。（2）就当前乃至未来一

段很长的历史时期看，只要存在资本市场，以及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的现实状况，就仍需要领

会马克思批判理论所谈到的资本界限问题。尽管当代中国已消灭了资本私有制，资本在中国，

与马克思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做出的批判性分析有了很大不同，但仍需要把资本内在的剥

削性降到最低限度，不能与社会主义本质、生产目的相抵触，还要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发展目标。“中国话语”中的资本界限，大体蕴含在以下基本精神中：

第一，要把握好资本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界限，就要避免以下错误倾向：一是

资本“物化” 或“要素化”的观点，二是“古典作家”们那种“劳资统一”的观点。当代西方经济学

在讨论发展问题时，将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的推动力量或生产要素。但与马克思的不

同之处是在“生产资料”与“市场要素”之间显示出来的本质差别。当代西方经济学无一例外地

将资本视为“市场要素”，资本与劳动力、技术、产权等统称为生产活动的条件。这样一来，“古

典作家”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再次获得了一致性，即要素化了的资本被投放到市场中，就像对待

要素化了的劳动力一样。劳动力的“物化”表达与资本被作为生产条件，表现为同一个过程，这

就抹杀了资本与劳动力的界限，掩盖了资本的发展界限和剥削性。

第二，资本在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作为自身发展

的界限。当代中国状况，是资本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为资本的流动性提

供场所，这种流动性的根本目的不同于资产阶级社会−在后者那里，资本将其剥削性与逐

利性扩大到所能达到的最大界限。资本在中国还必须守住社会主义的底线，超越或背离这个界

限，资本就逾越了社会主义的界限，更背离了党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金融市场上

也乱象丛生。金融风险有的是长期潜伏的病灶，隐藏得很深，但可能爆发在一瞬之间……如果

我们将来出大问题，很可能就会在这个领域出问题，这一点要高度警惕。”②
可见，金融风险实

际就是金融资本的超限发展造成的破坏力，任由这种状况发展，资本则退回到放任自流、无限

逐利的老路中，将剥削性与“无休止的致富欲望”重新演绎到极致。这是新时代的“中国道路”决

不容许的，也是“中国话语”坚决反对的。

资本开启的世界历史进程，力图把世界市场最大化，也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在以

世 界 市 场 作 为 逐 利 空 间 的 过 程 中 ， “一 旦 这 条 河 归 工 业 支 配 ， 一 旦 它 被 染 料 和 其 他 废 料 污

染……那么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③
。这

表明，资本的历史发展在达到极限时，却将最初的状况−提供现实生活吃、穿、住等生活资

136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9年第4期

①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②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3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



料的物质生产活动抛弃了。马克思称之为“第一个历史活动”，并视其为“一切历史的基本条

件”，
①

也是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本质所在。资本的发展在达到了当代样式后，大

有将“第一个历史活动”置之不顾的趋势，严重危及人自身的生存状况。“中国话语”中的资本界

限，在此应当收获它的重要原则，即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在生产与社会发展过程中，要发挥资

本的作用，但它只是手段，生产本身才是目的。

第三，要让使用价值生产与“无剥夺积累”成为显性特征。当代西方理论家们显然在金融危

机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现实面前，清醒地认识到金融资本过度发展的根本危害，诸如结构

调整与生产过剩、城市化与贫富差距、全球金融危机与贸易争端等无不是资本造成的逐利之

伤。美国利用金融与贸易的全球话语权，实际上已形成了利用这种话语权对他国造成的剥削，

斯蒂格利茨谈到的“经济结构不会自发调整”②
大概就是指这一点。阿里吉也认为斯密的“自由

市场”理论，并不是彻底否定政府的作用，而是把市场看作政府的工具，要预先有一个强大的国

家才能催生出市场存在的条件。
③

这表明现代国家在应对金融资本超限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

时，政府的作用不会缺少。

马克思对于金融资本的超限发展带来的破坏性，也有科学的认识。他在论述“信用制度下

的流通手段”时，就以英格兰银行为例，指出英格兰银行是当时伦敦最大的“资本势力”，相当于

“半个国家机关”，政府的大部分收入也直接存储于此，以便在需要时提取。如此强大的经济与

社会地位带来的影响是：一方面，它可以不动用自身的黄金储备就具有强大的信贷能力，对于

货币的流通性起了根本的控制作用，甚至可以凭借这种还贷能力与信心发行自己的债券，形成

“追加的虚拟资本”乃至通行至今的“创造信用和资本的方法”；另一方面，这种“虚拟的自我增

值”决定着它的社会地位与盈利方式，能够使它们不再像产业资本家那样，采取诸如泰罗制般

的管理方式，不再用“粗暴的方式来显示它的统治力量”，这就为当代社会矛盾采用非暴力手段

来解决提供了可能性。社会发展最终采用的样式是，“那种以所谓国家银行为中心……的信用

制度……能用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来干涉现实生产−而这伙匪帮既不懂生产，又同生产没

有关系”④
。

由此，“中国话语”的资本界限应获得又一个重要启示，即资本的流动性不能破坏使用价值

生产的有序性，为实现“无剥夺积累”提供条件。这不仅可以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而

且从根本上把力图资本逐利最大化的“西方道路”与坚持可持续发展的“中国道路”区别开来。

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肯定阿里吉利用“无剥夺积累”⑤
对中国发展特色的总结，而斯蒂格利茨

所讨论的“道德赤字”“政府的角色”“贪欲压倒谨慎”⑥
等，却精于描述危机的表象，表达了对美

国政府的主观评价。当谈到法律、监管在资本运动中的作用时，却未从根本上分析政府与资本

的关系，采取的措施对于“无剥夺积累”来说已无关痛痒了。

五、  结束语

资本在当代中国是一种显性力量，经济哲学应当表明对这种力量的理论态度，这是本文立

意的初始设想。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利用资本本身消灭资本”以及实现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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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代表着经典思想家的理论态度，也是对资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界限的最终判断。黑格

尔曾以国家与法的关系论证了资本私有制的合法性，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基础的天然合理性

提供了完备的理论支持，资本的发展看似存在无限可能。

但社会的贫富分化等结构性矛盾，总不能一直用身高体力、勤俭节约等因素来解释，那又

该如何解开资产阶级社会的秘密呢？马克思正是从这个看似最具合法性的根基出发，不仅揭示

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资本解释为“物”的界限是一种根本错误，更深刻地指出资本应该被理解

为“一种社会关系”，即以物为中介的人与人的关系，或者直接说，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

的关系。这两大阶级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根源就在于由资本划定的界限将二者割裂开

来。资本发展所能达到的界限，也正是雇佣劳动者所受的剥削达到的程度。资本的剥削性越

大，说明资本界限扩大的同时，也面临自身崩溃的危险，只是当代资本主义仍具有自我调适的

能力与空间，延缓了从外部寻找资本持存的界限。这恰是一种剥削性的外部转移，但仍存在不

可回避的界限问题。

“中国话语”的资本界限，就在于如何理论地分析资本的本质，以及在此基础上拟定的科学

举措。如果把资本的本质全部归于阶级性，那么它就与我国的立国之本处于对立之中。在马克

思把资本理解为“生产关系”的视域内，仅仅把这种生产关系理解为阶级对立的剥削关系，则无

需谈论其界限问题，仍属于“中国道路”之外的事情。资本具有阶级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

它所具有的社会性−作为“普照的光”的一面，使资本适应并服务于当前中国发展，是社会

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当代中国发展中所提出的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以管资本为主”等，都

是体现上述思想的“中国话语”，体现着当代中国理论发展的“中国特色”。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在这种理论前提下的制度设计，仍会不断发展并趋向于更加合理化、科学化、体系化，并促进

“中国道路”的持续健康发展。

A Research on the Demarcation Line of Capital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Discourse”

Wang Wenchen,  Xu Yan
( Institute of Marxism，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701，China )

Summary: In Economics Manuscripts 1857-1858，in addition to the discussion of historical

formation and social role of the capital，Marx also pointed out that capital is a live monster that is

fruitful and multiplies. This means that while capital plays a great catalytic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capitalist  society，it  has  an  intrinsic  contradiction.  That  is  the  limitation  of  its

development，which contradicts the orientation of the capital for unlimited expansion of labor and

value creation.

With this kind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limitation of capital，on the one hand，Marx analyzed

the  positive  role  of  capital  to  push  the  world  forward;  on  the  other  hand，he  observ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  exceeds its  limit and turns into an endless  desire to obtain surplus value，

which  leads  to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opposition  between  proletariat  and  bourgeoisie，and

causes  a  surplus  crisis  in  social  production.  The  measures  for  these  problems  must  rely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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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letarian revolution，and must use capital to destroy capital.

Before discussing the limitation of capital in Chinese discourses，two things must be clarified.

First，gain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capital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Second，clarify that  the capital  in Chinese discourses  has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ce from

the initial definition of capital in the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ics（including early economics）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ve  monster  by  Marx.  In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ics，capital  is  interpreted

within the domain of things，and humans too are regarded as capital.  That leads to a conclusion

that  labor  and  capital  are  equal，ultimately  failing  to  explain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in

reality.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economics，capital  is  understood  within  the  domain  of  factors，

and the mobility of capital  is  driven to the maximum extent around the world.  That covers the

exploi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and does not transcend the domain of humans and things

in the classical era.

Having  criticized  the  concept  of  capital  in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ics（including  early

economic thought），Marx reinterpreted the understanding of capital. According to him，the form

of capital is expressed as money，rather than things; and in essence，it is a relationship，and can only

be a relation of production. Taking this as premise，he discussed the theory of the conversion of

money into capital，and of the original formation of capital. In conclusion，he pointed out that in

capitalist society，the limitation of capital’s development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featuring  the  opposition  between  workers  and  capitalists.  From  this，he  further  argued  that  the

more  sever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wo  classes  is，the  closer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

reaches to the limit that it can bear.

The limitation of capital in Chinese discourses find its core principle in that in the long run

of social development，capital will manifest itself as a state of the completion of historical mission，

and will  perish as it  reaches to the limitation of its  own development，thereby justifying Marx’s

idea  of  using  capital  to  destroy  capital.  However，consider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we  must

recognize the positive role of capital to advance social development while not ignoring the unity

of  people and means of  production.  We shall  not  analyze the role  of  capital  from the theory of

Marx  on  the  opposition  between  workers  and  capitalists.  The  bottom line  for  the  limitation  of

capital in Chinese discourses shall be that withi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basic political system，the profit-seeking nature of capital must not deviate from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Key words: “Chinese discourse”; demarcation line;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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